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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养殖水域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贝类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贝类在进入流通环节前

进行净化将成为不可缺少的处理环节。本文从贝类净化工艺类型、净化用水处理技术, 以及贝类净化

对风味的影响等方面对当前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梳理, 并提出下一步贝类净化应重点解决的问

题, 为深入开展贝类净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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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蛤等贝类是我国重要的水产养殖物种。

据统计, 2018年我国海水贝类养殖面积为 124万公顷, 

占海水养殖面积的 60.7%, 海水养殖贝类产量达

1 443.9 万吨, 占海水养殖总量的 71%[1]。近年来, 随

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养殖业的快速

发展 , 大量陆源污染物及养殖投放物排入近海 , 对

贝类养殖海域的安全构成威胁。贝类迁移能力差, 且

多为滤食性 , 一旦其养殖环境遭受污染 , 有害物质

不仅附着于贝类体表, 还会通过滤食和呼吸等方式

蓄积进入贝类体内, 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当前, 

影响贝类品质的主要有害物质包括泥沙、致病细菌、

病毒、生物毒素和重金属等。壳表及外套腔内的泥

沙会影响贝类的口感, 壳表的泥沙可通过冲洗等方

式洗净, 而外套腔内的泥沙只能通过净化处理的方

式去除。生物毒素、病毒和致病细菌容易引起人类

食物中毒、肠道疾病等安全问题。贝类重金属超标

会对人体造成暂时或持久性损伤[2]。除上述污染物外, 

石油烃、抗生素、农药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也是影响贝类食用安全的污染物种类, 然而 POPs 具

有显著地生物与环境持久性特征, 能够长期稳定地

留在贝类体内, 难以被降解、分解或脱除。目前关于

贝类体内 POPs 净化的技术方法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

中不做介绍。自 20 世纪以来, 世界各地报道了多起

由贝类传播的肠道病毒引起疾病爆发事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由贝类传播的甲型肝炎首次在瑞典报

道; 1989 年上海有 30 万人因食用甲肝病毒(Hepatitis 

virus, HAV)污染的毛蚶而患病; 2001 年西班牙爆发

因食用斧蛤(Coquina clam)造成的甲肝病毒事件, 导

致 183 人感染; 2007 年, 我国沿海省市主要养殖区内

贝类均受到了肠道病毒不同程度的污染[3-4]。近几年, 

贝类中毒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有的甚至引起死亡。

2017年, 福建多地发生疑似青蛤贝类毒素中毒事件。

2019 年 5 月, 唐山市曹妃甸七人因食用海虹等贝类中

毒, 一人死亡。因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扇贝自 1997 年

7 月开始在长达 19 年时间里被欧盟禁止进入 [5]。

2010 年, 广东市民经常食用的生蚝中, 铜元素和镉元

素分别超标 740 倍和 90 倍。因此, 贝类净化是降低致

病风险最重要的一道屏障,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  贝类净化 

要获得食用安全的贝类 ,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到

无污染的洁净海域去养殖或捕捞, 但这类海域很有

限。因此, 我们可在轻度或中度污染的海域进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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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捕捞, 然后再对获得的贝类进行短期的净化处理。

贝类净化是将贝类放在洁净的海水中, 通过其正常

的摄食行为和代谢活动 , 减少体内的污染物 , 最终

获得可安全食用的贝类[6]。净化可处理中、轻度污染

的贝类, 能将贝类体内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危害降

低到可安全食用水平。 

1.1  贝类净化模式 

贝类净化的关键是洁净海水的获取, 主要的获取

方式有两种: 从无污染的海域直接获得; 通过过滤、

杀菌和灭毒等处理中、轻度污染海水间接获取。通常

我们所说的贝类净化属于后者, 即在净化厂中用处理

过的洁净海水进行贝类净化。根据养殖模式以及对净

化用水人为干扰程度的不同, 贝类净化主要可分为海

区暂养净化、流水净化和循环水净化三类。 

1.1.1  海区暂养净化 

海区暂养净化是将贝类转移到与养殖或被捕捞

水域温、盐条件相差不大的洁净自然海域中进行暂

养 , 在保证贝类鲜活度的同时 , 达到贝类净化的目

的 [7]。如自然感染创伤弧菌 (Vibrio vulnificus)103~ 

104 MPN/g 的美洲牡蛎(C. virginica), 在未污染的近海

海域暂养净化 7~17 天后弧菌浓度可以降到 10 MPN/g

以下, 暂养净化 17~49 天后则降到 0.23~2.6 MPN/g[8]; 

暂养净化过程中, 牡蛎的死亡率低于 6%。牡蛎在洁

净的海水中暂养 17 天, 可使诺如病毒(Norovirus)从

2 900 copies/g 降到 492 copies/g[9]。暂养净化虽然可

以去除贝体内的致病菌和病毒等污染物, 但劳动强

度大、时间长, 经济效益较差, 且该方式存在因贝类

暂养净化而污染洁净海域的潜在风险[6]。 

1.1.2  流水净化 

流水净化通常在室内设施中进行, 是将被污染的

贝类放在流动(或间歇性换水)的洁净海水中, 通过海

水的流动把贝体排出的污染物不断带走, 从而达到贝

类净化的目的。当净化设施临近安全可靠的海水来源

时, 流水净化模式是首选。如建于马萨诸塞州波特市

的美国最早的贝类净化工厂和缅因州的多处贝类净

化工厂均使用流水净化模式, 其水源经曝气和紫外杀

菌后用于贝类净化, 每个批次净化完成后, 将水进行

更换, 平均每天可净化约 1.8 立方的双壳贝类[10]。 

1.1.3  循环水净化 

原理与流水净化模式类似 , 不同的是海水在循

环使用前需经过净化处理, 以降低海水中贝类代谢

产物的浓度, 包括氨氮、亚硝酸盐、细菌、重金属等

污染物。相比于流水净化, 循环水净化可以避免海水

中突然出现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无意引入。但循

环水净化对系统设计要求高, 管理不当有可能会积

累有毒代谢产物, 如氨、粪便等[11]。循环水净化系统

通常包括物理过滤装置与设备、泡沫浮选污物设备、

生物净化器、重金属去除装置、水体消毒灭菌设备

等。尽管循环水净化系统造价较高, 系统管理较为复

杂, 但由于其可控性强、稳定性好、节水环保, 选址

相对灵活, 因而是贝类净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1.2  贝类净化工艺 

贝类净化相关研究关注的污染物主要有四类 : 

泥沙、微生物、重金属和贝类毒素, 每种污染物的净

化处理工艺简述如下。 

1.2.1  泥沙去除  

贝类主要生长在滩涂浅海 , 在进行正常生理活

动的时候 , 会有部分泥沙滞留在贝类体内 , 直接食

用既影响口感也不卫生, 上市前需对泥沙进行去除。

泥沙去除通常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且工艺相对

简单。如在流水净化设施或循环水系统内, 通过投

喂三角褐指藻、金藻、扁藻等鲜活饵料, 文蛤、青

蛤、菲律宾蛤仔、泥蚶、牡蛎等双壳贝类基本都可

在 10 小时内完成泥沙净化过程[12-13]。 

1.2.2  微生物去除 

利用消毒灭菌后的洁净水体养殖贝类 , 通过贝

类自身的呼吸和摄食活动将细菌等微生物排出体外, 

是去除微生物的主要净化工艺。当前用于贝类净化

水体消毒灭菌的工艺主要有紫外线、氯制剂、臭氧, 

或其组合使用。 

紫外线主要是通过辐射损伤和破坏核酸的功能

使贝类排出的微生物(细菌、病毒、芽孢等病原体)

死亡, 从而达到消毒灭菌的目的。大量研究表明, 紫

外线对细菌等微生物具有良好的净化效果。紫外线

循环水净化 36 h 可将长牡蛎(C. gigas)体内大肠杆菌

(E. coli)含量从 3.67×103 MPN/g 降到 10.1 MPN/g[14], 

净化 5 天可以使副溶血性弧菌(Vibrio parahaemo-

lyticus)数减少 3 个对数值[15]。紫外线对海水中病毒

同样有很好的灭杀效果。经剂量为 263 mJ/(cm2·h)紫

外线照射 120 h, 海水中甲型肝炎病毒(HAV)和人腺

病毒(HAdV2)分别下降了 3.5 和 5 个对数值[16]。然而, 

紫外线对贝类体内的病毒去除并不理想, 要想去除

贝体内病毒, 必须破坏贝类与病毒的稳定联系[17]。 

氯制剂利用其强氧化性, 损坏细胞膜, 并影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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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酶系统, 从而使细菌和病毒死亡。1914 年, Johnstone

首次使用氯净化贝类 , 经氯净化后 , 贻贝中的细菌

水平显著降低[11]。海水中二氧化氯浓度为 8 ppm 时, 

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经 24 h 净化, 

体内大肠菌群数从 42 MPN/g 下降到 2.3 MPN/g[18]。

在 30 ppm 的含氯电解水中, 长牡蛎经 4 h 净化, 体内

副溶血性弧菌和创伤弧菌分别显著减少了 13.5 MPN/g

和 11.2 MPN/g; 含氯过高对贝类是致死的, 当电解水

中氯含量达 50 ppm, 长牡蛎 12 h 后全部死亡[19]。近几

年, 有效成分为氯制剂的微酸性电解水(pH 5.0~6.5)也

普遍应用于养殖水处理, 如感染副溶血弧菌的虾夷扇

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经微酸性电解水处理 8 min

弧菌数可由 1 100 MPN/g 以上降至 28 MPN/g[20]。 

臭氧具有强氧化性, 能有效地杀灭细菌及病毒。

紫贻贝(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经臭氧(50 mg/h)消

毒的海水净化 44 h 后, 大肠杆菌、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和副溶血弧菌数分别减少了 99.8%、90%和

85.1%[21]。人工感染大肠杆菌的长牡蛎经 48 h 臭氧

(0.1~0.2 mg/L)消毒海水净化 , 大肠杆菌数降低了

2~3 个对数值[22]。泥蚶(Tegillarca granosa)经 0.4 mg/L

臭氧含量的海水净化 24 h 后 , 大肠菌群数从 15 

MPN/g 降到 0.3 MPN/g 以下[12]。臭氧含量过高会影

响贝类的滤水和存活, 进而影响净化效率。当海水中

臭氧浓度超过 0.5 mg/L 或臭氧用于处理循环使用的

海水时, 海水中产生的氧化物会对贝类产生毒性[22], 

当氧化物的含量超过 4.5 mg/L 时, 薄壳蛤的滤水能

力会被抑制 [23]。然而, 臭氧对贝类体内的病毒和腹

泻性贝类毒素的净化效果并不理想 [24]。此外, 臭氧

还会和海水中的溴离子发生反应, 形成毒性很强的

溴化物 , 因此 , 在用臭氧进行消毒时应注意消除溴

的危害[22]。 

当臭氧与紫外线组合使用时 , 水中的臭氧被紫

外线激活 , 最终产生氧化性极强的羟基自由基 , 对

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灭活能力远大于单独采用一

种方式。对毛蚶(A. lischke)接种约 1 000 MPN/g 的大

肠杆菌 , 降低相同数量级的该菌 , 用臭氧净化所需

时间是臭氧-紫外联用净化所需时间的四倍[25]。当紫

外与氯制剂组合使用时 , 氯制剂有助于核酸暴露 , 

从而实现细菌病毒的高效杀灭[26]。如感染伤寒沙门

氏菌(S. typhimurium)1.5×104 CFU/g 的牡蛎经紫外线-

氯制剂净化 12 h 后可完全去除[27]。 

1.2.3  重金属去除 

在众多污染物中, 重金属污染物具有分布广、残

留时间久、多形态间转化及生物毒性强等特性, 是贝

类体内较难去除的一类污染物。因贝类自身无有效

的重金属生物代谢机制, 通常通过加入如下几种脱

除剂以协助机体内重金属的脱除。 

EDTA 类脱除剂进入贝类体内后, 直接与重金属

离子形成络合物, 继而把络合物排出体外。研究发现, 

被重金属污染的紫贻贝 (Mytilus edulis)经 80 mg/L 

EDTA 净化 3 天, 镉去除率 27.7%; 经 160 mg/L EDTA- 

CaNa2 净化 6 天, 镉去除率超过 40%[28]。然而, 过高

EDTA 类脱除剂可能影响贝类体内的离子平衡, 从

而影响其脱除镉的效果[28-29]。 

壳聚糖类脱除剂对镉等重金属也有很好的去除

效果, 且不会影响贝肉营养成分及其他生命必需元

素。研究表明, 利用壳聚糖与大型海藻结合的方法

能有效去除福建牡蛎 (C. angulata)体内的镉和铅 , 

经 14 天净化后, 两者蓄积量分别由 0.88 μg/g 和

8.49 μg/g 降至 0.58 μg/g 和 0.33 μg/g 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以内 [2, 30]。镉污染的栉孔扇贝(Chlamys fer-

rari)经壳寡糖钙配合物(COS-Ca)净化 3 天, 机体内

镉从 138.3 μg/g 降至 74.7 μg/g, 脱除率达 46%[31]。

壳聚糖类脱除剂进入机体后, 其分子内-OH、-HN2、

-COOH 等基团能够与金属硫蛋白(MT)竞争重金属

离子 , 产生稳定配位作用 , 形成不溶性复合物并排

出体外 [32]。 

硒化物类脱除剂能够直接作用于贝类的抗氧化

系统与免疫系统 , 显著提高机体内源保护酶活性 , 

清除重金属毒性作用产生的氧化产物, 对重金属毒

性起到拮抗作用 , 加快重金属的解毒与排出 , 也是

一类应用较多的重金属脱除剂[33]。研究发现, 紫贻贝

经硒化卡拉胶(60 mg/L)净化 6 天后, 体内镉含量从

29.94 μg/g 降至 18.60 μg/g, 脱除率达 38%[28]。 

新型重金属脱除剂的筛选和制备是当前脱除剂

研究的热点。 Yang[34] 等提出利用含锆螯合树脂

(Zr(Ⅳ)-loaded chelating resin)去除贝肉酶解液中砷

的方法; 姚茹 [35]等认为向水体中投放微生物制剂可

以促进重金属的排除。Fiorati[36]等研究发现纤维素基

纳米海绵可有效去除海水中的镉、铬、铜等离子, 且

不影响贝类活力。 

此外 , 重金属的脱除效率与重金属的类型直接

相关 , 镉和铜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目标脱除元素 , 其

他重金属的相关研究表明, 长牡蛎体内镉的去除速

度快于铜和锌; 在波纹巴非蛤(Paphia undulata)体内, 

镉、铜、钴也比锌、锰、铅等元素消失得快[37]。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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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脱除率的差异性主要取决于重金属元素的生物

半衰期, 以及脱除剂的理化性质。 

1.2.4  贝类毒素的净化 

与微生物、重金属等危害因素类似, 活体贝类

中贝类毒素的含量也可以利用贝类净化技术得以

降低。人工感染贝类毒素 dcSTX 和 dcNEO 0.5mg/kg

以上的紫贻贝, 经过 10 天紫外消毒水净化, dcSTX

和 dcNEO 的脱除率分别达 23.4%和 57.8%[38]。人工

感染 3.24 mg/kg 麻痹性贝类毒素(PSP)的文蛤, 经强

化投喂结合臭氧消毒水净化 15 天毒素脱除率可达

47.2%[39]。近江牡蛎(C. ariakesis)经添加 0.05 g/L 壳

聚糖海水净化 7 天, 体内 PSP 含量从 9.07 MU/g 降

低到 1.41 MU/g[40]。Ana C. Braga 认为酸化条件下

有助于贝类毒素的去除, 升温条件下不利于贝类毒

素的去除 [38]。  

然而, 另有多项研究表明调控温度、盐度、投饵

等因素对贝类毒素的去除过程影响甚微[41-43]。贝类

一旦染上毒素 , 其组织将毒素排出需要很长时间 , 

有些贝类甚至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排出毒素[44]。因此, 

综合考虑净化成本和净化作用的有限性, 获取无毒

素贝类的最佳方法是选择安全的海域进行养殖生产, 

并做好收获前的安全检测, 只捕捞无毒贝类[45]。 

1.3  贝类净化环境参数 

贝类净化最适的环境条件并不等同于最适生长

条件。根据去除目标污染物的不同, 贝类净化往往需

要选择使净化效率最高的环境参数。温度、盐度、

水流速度是容易实现人工调控且对贝类净化效率影

响较大的环境因子。 

1.3.1  温度 

温度是影响贝类净化效率的主要环境因子。在

长牡蛎去除病毒(MS2 phages)的净化过程中, 当温度

低于 16℃时, 7~11 天才能降低一个对数值; 当温度

高于 20℃时, 3~4 天即可下降一个对数值[46]。在去除

细菌的净化过程中, 当温度为 7~15℃时, 长牡蛎净

化 5 天后, 副溶血性弧菌数减少 3 个对数值, 牡蛎存

活率 100%[15]。当净化温度高于 23℃时, 美洲牡蛎体

内的创伤弧菌经过 5 天后含量不降反增[47]。可见, 温

度偏高利于去除病毒 , 而温度偏低利于去除细菌 , 

因而净化时应根据要去除的目标污染物, 选择合适

的净化温度。 

1.3.2  盐度 

盐度变化导致的渗透压变化会直接影响贝类的

摄食代谢等生理过程。一般净化用水的盐度值是贝

类生活海域盐度值的±20%之内。盐度偏高有助于牡

蛎的摄食活动 , 能加速净化过程 , 盐度偏低会抑制

牡蛎净化过程; 当盐度低于 7.4 时, 牡蛎的摄食活动

似乎停止了[11, 24]。在净化长牡蛎中的副溶血性弧菌

时, 盐度为 20~30 时的净化效果要好于盐度为 10 时

的净化效果, 净化效果与牡蛎倍性及大小无关[48]。 

1.3.3  水流速度 

净化过程中, 贝类体内的污染物会随着排泄物排

出, 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排泄物, 很可能会对贝类造

成二次污染。水流速度过大会使沉降的排泄物再悬浮, 

同时也会使杀菌系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杀灭水体中

的有害物质[6]; 水流速度过小容易造成水体乏氧和摄

食减弱, 影响贝类代谢速率, 造成效率低下。净化长牡

蛎中的大肠杆菌时, 水交换率 5 次/h 的净化效率最高, 

显著优于 1 次/h[14]。净化近江牡蛎, 水交换率 4 次/h 在

1 天内把大肠菌群从 13.4 MPN/g 降到 3 MPN/g 以下, 

优于 2 次/h 和 8 次/h[49]。水流的选择应有利于污物的

排出和水体的净化消毒, 同时还需兼顾贝类的摄食和

呼吸代谢活动, 使其有利于净化的要求。 

2  贝类净化与风味 

贝肉的风味主要由挥发性香气和滋味共同组

成。不饱和醇和醛等物质是产生挥发性香气的主要

成分, 水溶性低分子量游离氨基酸、核苷酸、无机离

子等是影响滋味的主要成分[50]。贝类净化过程中的

投喂活动和消毒灭菌工艺, 以及去除重金属添加的

脱除剂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贝类体内各种风味

物质含量, 进而影响贝类风味。 

2.1  净化对风味的影响 

紫外线净化不会产生化学残留物 [51], 且紫外线

并非直接作用于贝类, 因此认为紫外线对贝类风味

的影响较小。 

氯制剂本身就带有特别的化学味道 , 且作用时

易产生有毒的氯胺, 因此氯制剂净化的贝类一般会

有化学味道且口感差[11]。但也有人认为使用浓度为 8 

ppm 的二氧化氯净化后的菲律宾蛤仔风味要比未净

化的更清鲜[18]。因此氯制剂净化时可能存在阈值, 超

过阈值便会对贝类风味产生不良影响。 

臭氧具有高反应活性 , 难以预测臭氧会与贝类

的风味物质发生何种反应。如臭氧用量控制不当可

能会产生不良气味, 导致食物的颜色、口感和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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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52]。水体中过量残存臭氧会与蛋白质发生反应, 

导致肽键断裂和一系列氨基酸侧链修饰, 从而导致

牡蛎肉质松软, 降低品质[53]。 

贝类净化时的水质参数也会影响贝类风味 , 最

有代表性的是盐度。贝体内脂质组成直接影响贝类

的肉质和口感。研究表明 , 低盐度条件利于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体内脂质的积累, 而高盐度

条件能够降低脂质含量[54]。 

2.2  贝类风味改良研究 

通过投喂营养成分不同的饵料可以影响贝类的

风味。如投喂微绿球藻会提高贝体内 3-羟基-1-辛烯

醇、戊二酮和 2-戊烯醛等的含量, 从而使贝类产生类

似植物的芳香和果香; 投喂假微型海链藻会提高贝

体内 3-甲基-正丁醛等的含量, 使贝类产生甜香、坚

果香和清香味; 青岛大扁藻和球等鞭金藻通过影响

贝体内二甲基硫的含量, 可能是缢蛏风味的重要呈

味成分[55]。 

盐度还可以影响呈味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 , 从

而影响贝类风味。如湛江东海岛的盐度年变化为 23~ 

27, 此地养殖的香港牡蛎(C. hongkongensis)中鲜、

甜味呈味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三个低盐度养

殖区[56]。Ran[54]等发现随着盐度的增加, 缢蛏中甾醇

和十八碳以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呈下降趋势, 

而 EPA 和 DHA 等二十碳以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呈增长趋势。将生长在自然海区(盐度为 23)的缢

蛏在低盐度 13 下培养 5 天后, 其体内脂质含量显著

性升高, 随后转移到高盐度 23 环境下培养 15 天, 脂

质含量则降回高盐度培养时的水平; 高盐度同时还

提高了 EPA 和 DHA 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54]。 

因此 , 将适宜生活在低盐海区的贝类转移到高

盐水域进行暂养或净化 , 配合提升风味的饵料 , 有

望实现短期内改善贝类的营养价值和风味的目的。 

3  研究工作展望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 

贝类净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国贝类净化起步

较晚, 与国际水平仍有一些距离。近几年, 污染物的

类型越来越多, 也给贝类净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

我国针对不同的贝类并没有成套科学的净化工艺 , 

且净化的工艺参数缺乏量化依据。因此, 针对不同生

境类型的贝类、不同污染物及环境参数, 需重点开展

以下几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3.1  开展贝类重金属脱除机理与技术研究 

贝类毒素和 POPs 无法通过短期净化排除食用

风险, 一般不具有净化的商业价值。在具有净化价值

的几类污染物中, 净化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泥沙、大

肠杆菌、弧菌、病毒和重金属, 可见, 重金属是最难

去除的一类污染物。然而当重金属初始污染水平高

于一定阈值时 , 由于净化周期延长 , 也将失去净化

的商业价值。因此, 研究贝体内重金属的代谢机制, 

构建轻度重金属污染贝类高效净化技术是产业发展

的迫切需要。  

3.2  兼顾风味保持与品质提升的净化工艺

研究 

贝类净化使用的消毒灭菌水 , 以及净化期间投

喂的饵料都会影响贝类净化后的风味品质, 查明净

化工艺对与贝类风味的影响, 构建兼顾风味保持与

品质提升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是贝类净化必

须解决的一项技术难题。 

3.3  贝类净化专用人工饵料的研发 

尽管不投喂也能达到部分贝类净化指标 , 但是

进行投喂能够显著提高净化效率。研发贝类人工饵

料, 是贝类净化、品质提升, 以及贝类室内养殖需要

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3.4  开展对生物毒素的净化研究 

贝类毒素不会使贝体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 , 通

过颜色和气味不能判断其是否已染毒。煎炒、水煮、

高温、高压等常用的烹饪方法也不能完全破坏贝类

毒素。目前只有少量研究针对生物毒素的净化, 亟需

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控制方法。 

3.5  建立差异化的贝类净化标准 

不同食用类型贝类的净化要求不同 , 如生食贝

类与烹食贝类对大肠杆菌类微生物的要求差别较大; 

不同底质类型生长的贝类含有的污染物差别较大 , 

如中国蛤蜊、青蛤等埋栖贝类影响品质的污染物主

要是泥沙等固型颗粒物, 牡蛎、扇贝等吊养贝类则更

多关注的是细菌含量和风味。因此, 应建立以目标污

染物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标准化的贝类净

化工艺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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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quaculture waters, the food safety of shell-

fish has been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It is predicted that shellfish depuration before circulation in the mar-

ket will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rocessing step.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ypes 

of shellfish depuration,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effect of shellfish depuration on flavor, etc., both home and 

abroad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shellfish dep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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